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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观决策:中国教育政策研究的范式革新

陈涛近照

陈　 涛,徐晓娟
(西南财经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

 

成都　 611130)

摘　 要:长期以来,我国教育政策研究主要集中在制度、系统等宏观层面,较少关注基层组

织和个体发展等微观层面。 当前,中国教育政策研究正在掀起一场从“宏大偏好”向“人

学回归”的微观转向研究风潮,促进政策研究实现顶层设计与基层关照的宏(观)微(观)
结合,开启教育微观决策研究的新探索。 随着“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理念深入人心,人

民性、高质量和精准性成为教育微观决策研究的价值旨归。 按照学科范式的标准来理解

教育微观决策研究,有必要以知识本位为出发点:一是透析理论之维,通过梳理经济学、社
会学、政治学和历史学等多学科的逻辑进路,发现这些学科无不在微观层面已具有成熟的

理论和实际运用,这对教育微观决策研究具有启发和推动作用;二是寻求方法之维,教育

微观决策研究集批判主义、量化分析和质性研究于一身,可采取混合式研究策略分析微观

现象和问题。 教育微观研究之根本就是要面向群众、问计于民,从基层和个体层面回应国

家教育宏观政策的重大关切,推动教育强国和教育高质量发展。
关键词:微观决策;教育政策;政策研究;范式革新;知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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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1] ,这一要求不仅彰显教育事业发展的人民性

理念,更是实现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指引。 在这一背景下,越来越多的教育研究者注意到以往偏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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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大叙事”的研究范式给当前的教育政策研究带来了诸多弊端,因为传统的教育政策研究主要集中

于宏观的政策制定和制度安排,忽略基层组织和教育个体在微观层面的复杂认知、情感体验以及行为

方式。 显然,这一认识可视为学界对已有教育政策研究的“集体反思”,同时也形成一股呼吁加强教

育微观决策研究的“风潮”。 为揭示这一“微观转向”的研究动态,本研究希冀建立一条“描绘学术现

象—阐释价值特征—构建知识体系”的分析路径,即按照学科范式的标准来分析研究转向的本质特

征和进化逻辑[2] ,旨在从微观视角切入,发现基层和个体关注的教育议题,以求人们能更深入地理解

教育体系中的动态变化及其相应机制,从而提升教育政策制定和执行的精准性、有效性,促进教育强

国建设与教育高质量发展。

一、关注微观转向:中国教育政策研究的学术景观
   

在当下不确定性加剧的社会环境下,人们对教育的需求日益多样化和具体化。 然而,传统的宏观

视角通常侧重于国家发展战略和政策框架,忽视基层组织和微观个体在教育过程中的需求与体验。
为了更好地理解和回应微观层面的教育需求及其挑战,教育政策研究亟须引入微观视角。 在此背景

下,教育政策研究逐渐出现从宏观视角到微观视角的转向,这一变化不仅反映了学界对教育政策研究

复杂性的共识,也体现了对教育实践中个体差异和具体情境的关注。
   

(一)宏观溯源:教育政策研究的“宏大偏好”
   

长期以来,我国教育政策研究具有国家性、地方性和社会性三大宏观指向[3] 。 一是教育政策的

国家性。 即教育政策研究往往围绕国家重点关注的教育问题展开。 国家的教育发展目标[4] 、社会需

求[5] 、经济发展战略[6]等均直接影响着教育政策研究的方向与内容,其研究议题通常与国家教育改

革[7] 、教育公平[8] 、教育质量提升[9]等宏观主题密切相关。 二是教育政策的地方性。 随着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的发展与完善,我国逐渐建立起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新型教育体制———从中央向地方

分权、从政府向社会渗透。 因此,我国教育政策研究体现出对地方教育实践[10] 、教育资源分配[11] 以

及教育治理[12]等地方性特征。 三是教育政策的社会性。 在教育领域开展多元主体办学、社会合作办

学、多渠道筹措教育经费等具体实践,形成以国家为主导、地方统筹、社会办教育的模式。 教育政策研

究倾向于从宏观层面认识和理解民办教育在社会体系中的角色与作用[13] ,为民办教育政策的制定和

实施提供科学依据[14] 。
   

教育政策本身具有宏观特性,因此我国教育政策研究历来有偏好“宏大叙事”的传统。 2001—
2015 年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高等教育类立项课题主要集中于“国家”和“系统”层面,在累计的 1

 

363 项

高等教育研究选题中占比高达 86. 5% [15] 。 然而,近 10 年来,国家教育科学研究规划的项目选题逐渐

倾向于关注社会热点问题和公众关心的教育话题。 与此同时,过去 20 年间,高等教育研究领域博士

学位论文往往偏向于宏观教育系统的研究[16] 。 此外,通过对 CSSCI 期刊《高等教育研究》 1980—
2019 年发表的 3

 

886 篇论文进行统计分析后发现,宏观研究论文的比例为 68% ,而关于教师和学生等

微观层面的研究仅占 32% 。 对比之下,SSCI 期刊 Higher
 

Education 在同一时期发表的论文中,宏观研究

为 972 篇(占比 31% ),微观研究则有 2
 

194 篇(占比 69% ) [17] 。 这一显著差异揭示了我国教育研究的

宏观政策偏好,也暗含着一种“宏大叙事”式的研究范式和路径。
   

总体来看,我国教育政策研究深受国家发展规划和“政府逻辑”的影响,具有明显的“宏大叙事”
模式和偏好,对微观层面的关注相对不足[18] 。 与“宏大叙事”相比,微观视角的核心在于“人”,而这

一关键维度的忽视,导致“人学空场”出现,这一现象可能带来以下弊端:一是教育政策研究在追求宏

观理论的构建时容易缺失“人”的主体性。 教育政策研究之所以表现出主要为宏观战略服务,是社会

发展推动的结果。 从教育内外部关系规律看,已有教育政策研究更加关注宏观的外部关系规律,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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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观的内部关系规律[19] ,即忽视对“人”的规律的研究。 二是从宏观角度出发的教育政策研究强调

“抽象人”而非“具体人”,容易忽视地方和个体差异。 宏观政策研究通常着眼于政策的顶层设计和整

体框架。 但在实际过程中,由于地方、学校、家庭乃至个体具有很大的差异,仅从宏观角度出发难以完

全满足微观个体的要求。 三是长期关注宏观层面可能导致理论与实践的脱节。 从宏观角度出发的政

策可能缺乏对基层实际情况的了解,教育政策研究容易与教育实践的具体情况脱节。 因此,为了克服

这些弊端,教育政策研究需要将宏观与微观结合起来,重视地方、学校、家庭乃至个体层面的具体需求

和实践反馈。
   

(二)微观转向:教育政策研究的“人学回归”
   

基于以上分析,不难发现单一视角的宏观研究往往具有“只见森林不见树木”的局限性,使得研

究结果变得空洞,甚至会导致道德、情感、价值和审美的退化。 英国哲学家大卫·休谟(David
 

Hume)
在其著作《人性论》中表示,人类的科学知识是构建其他学科坚实基础的关键[20] 。 无论教育政策研究

所涉及的议题多么复杂、广泛,其根本目的都是关注人的成长与发展。 教育政策研究应以人的需求和

潜能为出发点,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 中国教育政策研究的微观转向不仅涵盖对个体和小群

体等主体关注点的扩展,还体现在研究方法和研究过程微观化的转变。 显然,微观视角带来的矫正与

超越,为教育政策研究增添了深度和广度,使得研究更切合实际,更具有针对性和实效性。
   

首先,教育政策研究越来越重视弱势群体。 教育政策研究的微观转向通过关注边缘化群体,展现

每个生命独特的成长轨迹,表达弱势群体的心声,有助于建立一个更加公正的社会秩序。 其次,教育

政策研究越来越重视个体生命的成长与发展。 个体生命历程不仅受自身因素的影响,还受到社会、文
化、家庭等外部环境的影响。 从个体心理和社会等角度出发,微观转向为研究不同群体成长与发展历

程提供了分析框架和解释视角[21] 。 最后,教育政策研究的关注点逐渐微观化。 相较于宏大的政策体

制或者精英人物的教育思想,教育政策研究关注微小的内容,揭示决策背后的动机和个体行为的复杂

性,认识个体与社会的互动规律,从而更全面地认识和理解教育问题。 例如,教育选择是每个受教育

者都会面临的现实问题,当前在家庭教育选择行为[22] 中出现的择校[23] 、择教[24] 、择学[25] 、择业[26] 等

问题引发了学界的关注,这些教育选择行为深受中国家庭文化价值观及教育观念[27] 的影响。 除学校

教育之外,家庭教育的特征也值得关注。 不同的家庭呈现不同的教养方式,例如中产阶层家庭教育受

精英主义的影响[28] ,而底层家庭独特育人行为则显示底层文化资本[29] 的特点。 在学校教育和家庭

教育的双重影响下,教育主体的自我意识[30] 、家庭教育期望[31] 等都是对当下教育现实的写照和反

馈,当今社会境况下的教育个体充满了复杂的情感,更加关注人的情感体验[32] ,譬如支持[33] 、抑
郁[34] 、焦虑[35]等,让人民满意就要关注当下民众的教育情感需求,这对于教育政策制定、执行和评价

都有重要意义。
   

(三)宏微结合:顶层设计和基层关照的有效互动
   

顶层设计和基层关照分别代表了教育政策研究中的宏观与微观视角。 顶层设计是从国家战略和

整体规划出发的宏观政策与框架,而基层关照是对个体和群体在具体教育实践中需求与体验的理解。
这两者虽然关注的对象和层次不同,却相辅相成,只有二者有机结合,才能实现教育政策的有效落地。
正如著名社会学家赖特·米尔斯(Wright

 

Mills)所言:“个人困扰也是公共议题。” [36] 教育微观决策研

究就是要从个人看到公共,同样在公共之下看到每一个人。
   

教育政策研究本身具有全局性和系统性特点,呈现一种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模式,而教育政策的

微观视角研究则体现了基础性和具体性特征,是一种自下而上的基层关照逻辑。 顶层设计与基层关

照的互动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顶层设计具有导向作用。 顶层设计作为国家教育政策的总体规划,确
定了教育发展的方向、目标和基本路径。 通过引导教育体系的整体发展,顶层设计为基层关照对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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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资源进行整合与合理配置。 二是基层关照具有实践反馈作用。 基层关照是顶层设计在实际操作

中的落实与反馈。 在基层关照中,通过对具体教育问题的细致观察和深入分析,发现并解决政策在实

际执行中遇到的问题。 通过对地方教育实践、学生个体需求等微观因素的关注,基层关照为顶层设计

提供实践经验与反馈,促使政策更加贴近实际,更加灵活、有效。
   

需要强调的是,本文关注教育政策研究的微观转向,并非对宏观研究“非此即彼”式的理解。 事

实上,教育的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是一种互动式关系,即宏观、微观两种视角在不同层面对“人”的关

注,由于视角不同,所关注的“人”的实质也不同。 教育宏观研究关注的是一种“抽象人”,即对现实生

活中的具象个体的泛化、抽象化和概念化。 相较之下,教育微观研究则聚焦于教育过程中的“具体

人”。 法国教育家保罗·朗格朗(Paul
 

Lengrand)曾强调教育应当关注个体的具体性和独特性。 这种

观点提醒我们,如果仅仅追求具有普遍意义的思维方式,最终只能做一些“普遍适用”但又可有可无

的理论指导,无法真正关注那些具体的、鲜活的人,也就无法深入教育的真实场景。 因此,教育政策研

究应当基于对微观需求和生活场景的深入理解,而不是仅仅依赖于抽象的、普遍适用的理论[37] ,这样

才有助于其实施能更好地满足特定群体或个体的特殊需求。

二、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教育微观决策研究的价值特征
   

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是我国教育事业的根本目标。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教育微观决策研究必须牢

牢把握人民性的价值追求、高质量的目标要求和精准性的实践需求。 这不仅是对当前教育政策和实践

的深入反思和改进,更是人民对教育需求的真切回应。 关注不同群体的现状与需求,动态调整教育供

给,制定差异化政策,有效提升教育公平和质量,努力实现“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这一根本目标。
   

(一)人民性的价值追求
   

教育微观决策研究是基于微观的视角,深入学校、社区、家庭等基层组织和个体所处的具体情境,
发现和分析各种教育现象及问题困惑,并将其纳入教育政策研究的范畴,揭示教育需求与供给中的实际

问题,制定能真实反映民情民意的教育政策,持续优化教育资源配置,提升教育质量,促进教育公平。
   

从教育需求角度看,不同群体的教育需求也在与时俱进,感知教育需求的变化,问计于民,才能制

定符合实际需要的教育政策。 一方面,由于我国社会基本矛盾的变化,人民群众对教育的诉求也产生

了相应的变化。 满足人民群众从“有学上”到“上好学”的转变,为教育政策的动态调整提供依据。 另

一方面,民众的教育需求是多种多样的,不同群体受多种因素影响,其教育需求存在显著差异。 只有

通过微观视角,才能真正识别和理解这些需求的差异性,识别不同群体的独特需求。 从教育供给层面

看,教育供给侧的动态调整需要确保教育供给与社会需求进行精准对接,使教育系统能够及时响应社

会需求变化。 教育供给必须通过调整招生规模、学校数量和师资配置,确保教育资源能够满足社会对

不同层次教育的需求。 通过微观视角进行感知并合理调整教育规模,可以有效避免教育资源的短缺。
行业和产业结构的变革影响了人才结构的变化,教育供给侧需要根据这些变化优化教育结构,培养符

合社会需求的人才,有助于提高教育资源的利用效率和社会效益的最大化。
   

(二)高质量的目标要求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的第五次集体学习中,习近平总书记以“教育强国”为核心议题,强调了

构建高质量教育体系的重要性,指出在教育强国战略当中,基础教育是基点,高等教育是龙头[38] 。 教

育的高质量不仅意味着教育系统的全面提升,还包括教育公平与教育质量的有机结合[39] ,其核心在

于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 其中,基础教育是教育体系的基点,代表着公共教育服务的基础性和均衡

性,确保所有学生在相同起点上接受优质教育。 高等教育则是教育体系的龙头,通过培养拔尖人才和

推动创新,起到引领和推动社会发展的作用。 中国式教育现代化的目标是通过系统性改革和创新,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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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基础教育的均衡性和高等教育的综合质量,最终实现教育公平与优质的双重目标。
   

作为基点的基础教育核心是均衡性和基础性。 均衡性指向教育资源的公平分配,确保所有学生

都能享有同等的教育机会。 教育均衡不仅是实现教育公平的前提,也是教育质量提升的基础。 基础

性体现了基础教育在整个教育体系中的根基作用,是学生知识和能力培养的起点。 基础教育的质量

直接影响学生的学习成绩和未来的发展潜力,因此必须提供高质量的教学内容和服务,确保学生的全

面发展。 作为龙头的高等教育核心是创新性和引领性。 创新性强调高等教育在培养人才、推动科研

和技术创新方面的关键作用。 高校需要不断更新教学内容和研究方向,以适应社会发展和科技进步,
培养具备创新能力的人才。 引领性体现了高等教育在社会发展中的核心作用。 高等教育不仅要培养

高层次人才,还要通过引领科技和技术创新,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的整体进步。 高质量的高等教育体

现了一个国家在全球竞争中的优势,也是国家教育强国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精准性的实践需求
   

教育微观决策研究的意义在于满足精准性的实践需求,在教育政策的制定、执行和评估各个环节

中都发挥重要作用,不仅确保政策制定更加精准,还保障政策的有效执行和精确评估,为推动教育系

统的高质量发展提供科学依据和实践基础。
   

在政策制定层面,教育微观决策研究能够提供微观数据和调研结果,帮助政策制定者更好地理解

教育系统中不同群体和地区的具体需求。 传统的宏观政策制定往往基于整体趋势和统计数据,但这

些数据可能忽略了地方性和群体性差异。 微观研究通过对基层教育现状的详细分析,使政策制定更

加符合实际情况,更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 在政策执行层面,教育微观决策研究有助于政策的精确落

地。 通过对具体需求进行深入研究,教育微观决策研究能够为政策执行提供详细的指导,有助于政策措

施符合实际情况。 在政策评估方面,教育微观决策研究提供了精细化的工具和方法,能够深入探讨政策

实施后的实际效果。 微观研究通过对基层教育实践精细化的跟踪和分析,能够评估政策在不同层面上

的执行效果,有助于及时发现问题,进行政策调整和优化,提升教育政策的科学性、有效性和适切性。

三、多学科的解释:教育微观决策研究的理论维度
   

长期以来,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直存在“宏微之辩”。 为了帮助人们深入了解基层、群体乃至个

体的行为方式,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和历史学等多个人文社会科学,无不在探索人类经济社会中的

“微观世界”。 随着这些学科的研究认知展现出系统的微观特征,教育研究特别是在教育微观决策研

究方面也受到微观视角的启发。 教育政策研究的关注点逐渐从宏观的政策制定与结构分析,转向更

加具体的、细致的个体行为和小群体互动研究,以期能揭示教育微观主体与社会结构的互动规律。
   

(一)微观经济学:“经济人”假设与教育主体的理性选择
   

传统上,经济学被划分为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两大领域。 相较于研究整体经济现象的宏观

经济学,微观视角的经济学是从经济活动的“原子”出发来研究微观主体的经济选择。 在经典著作

《国富论》中,亚当·斯密(Adam
 

Smith)提出,人们往往倾向于利用其资本以最大化地产出价值[40] 。
经济学主要研究微观个体、家庭与企业如何进行经济选择,以及他们在市场中的交易行为[41] 。 因此,
微观经济学的逻辑起点是把参与经济活动的个体当作“经济人”来分析。 人的情感、态度和价值观等

非理性因素被剥离在外,理性被视为人类行为的核心特质。
   

以“经济人”假设为前提的微观经济学有 3 个特征:在研究对象方面,微观经济的决策主体是单

纯的抽象人。 在理想情况下,决策者拥有所有信息并做出最优选择。 但在现实生活中,人们无法总是

做出最优决策,而是寻求一种满意而非最优的有限选择。 在研究内容方面,微观经济学的重点在于研

究如何有效地分配资源,其核心目标是以最小的成本利用有限资源,生产出最符合消费者需求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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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42] 。 在研究方法方面,微观经济学主要采用定量研究方法。 经济活动所涉及的数据提供了丰富的

量化基础,使得经济学能够用科学的手段来解释复杂的经济现象,并为决策提供有力支持。
   

从教育领域来看,教育微观决策研究首先要认清研究对象,即不能把教育者和受教育者视为抽象

的、孤立的个体,而是将其置于整体的教育现象之中。 相较于微观经济学将人进行抽象,教育微观研

究承认人的具体性。 只有通过分析个体的需求、偏好、能力和决策过程,才能更好地理解教育活动中

的复杂互动。 其次,在倡导教育公平时也应同样关注效率。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效率的重

要性逐渐凸显,而当前的教育政策决策总是试图在两者之间寻找平衡点,即兼顾教育质量与教育公

平。 最后,为了更加客观地理解教育现象与教育问题,需要收集和分析大量数据,支持基于证据的科

学决策。 教育研究需要更加注重实证和数据驱动的分析,强调研究方法的具体性与结果的可重复性。
   

(二)微观政治学:“人民社会”与教育政治行为取向
   

一般而言,传统政治学倾向于从宏观角度研究“权力”,通常将其与国家机构和法律联系起来。
但是,从 20 世纪 60 年代开始,解构主义和其他后现代微观政治理论对这种宏观视角提出了质疑[43] 。
法国哲学家、社会思想家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强调,权力不仅存在于国家的宏观层面,还
遍布社会的各个层面,甚至深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44] 。 在这种研究视角下,权力不再被看作国家

机器,而是像毛细血管一样深入人们的行为、态度和言语之中,影响着日常生活,构成了一种与宏观政

治结构相对应的“微观权力结构”。 就我国而言,“人民”是政治生活中的特殊概念,“人民社会”是中

国社会相对于西方“公民社会”的创新性发展,“人民社会”是共建、共享的社会,因而更具优越性,其
建设方法是不断改善民生,社会治理方法是坚持走群众路线[45] 。

   

微观政治学强调深入社会微观层面,其有三大特征:在研究视角上,微观政治学关注日常生活实

践,聚焦于社会微观层面的政治研究,反对整体性、去中心化和多样性,强调个体行动者的自主行为和

决策能力[46] 。 在研究对象上,相比于关注金字塔式的权力结构及其运作机制,微观政治所关注的是

那些毛细血管式的现代微观权力形式及其政治效应。 如在当代西方政治思想的理论格局中,福柯关

注边缘性问题的政治观是专注于微观权力的经验证明。 在研究方法上,微观政治学在无法进行大规

模实验时重视案例研究和田野调查。 这些方法有助于深入理解特定背景下的政治现象,以及个体或

小群体在复杂的现实环境中的决策过程。
   

微观政治学对教育微观决策研究有以下三大启示:第一,教育微观决策研究关注权力结构及利益

博弈。 教育政策制定和执行往往涉及不同利益群体的互动,政府、学校、教师、家长和学生等各方利益

主体之间的权力关系、协商过程、利益平衡都影响着政策的最终形态和效果。 第二,教育微观决策研

究关注个体和群体的权力分配。 在学校场域中,权力的分配涉及资源和机会的平等分配;在家庭场域

中,母亲在家庭内部的角色反映出家庭的权力关系同样是一种微观政治[47] 。 第三,教育微观决策研

究强调教育决策应达到善治良治之效。 从微观政治学看教育政策则有助于理解地方教育治理中的操

作和博弈过程,保障政策在不同地方和学校得到有效落实。
   

(三)微观社会学:“行动者”导向与教育社会情景关联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一股以行动者为导向的研究力量试图撬动传统的“宏大”社会学范式。 它们

从“微观”角度出发,对个人的动机、追求等进行分析,以此来研究和解释宏观社会结构及其变化。 在

微观社会学研究中,符号互动论、拟剧论、社会建构论、情感社会学以及社会心理学等多个理论流派无

不从“行动者”导向的方法、路径进行探索和应用,其共通之处在于关注个体的生活经验、日常生活和

社会行为,旨在揭示特定的社会结构如何在人们的日常活动和生活领域形成并发挥作用,理解结构网

络、资源场域和关系网络[48] 。
   

微观社会学的“行动者”导向有两个特征:从研究视角而言,“微观”范式的主张者无不强调“微

·211·

重庆高教研究　 2025 年第 1 期 在线投稿:http: / / yxxy. cbpt. cnki. net /



观”与“宏观”之间的联系。 譬如,著名社会学家兰德尔·柯林斯(Randall
 

Collins)努力通过互动仪式

链理论,将微观社会学和宏观社会学统一起来,并提出微观现象是基础,宏观过程是由微观过程构成

的,是互动式社会学研究的基点,也是揭秘宏大社会变迁的起点[49] 。 就概念理解而言,不同学者赋予

“行动者”的内涵和解释各有特点。 如吉登斯(Giddens)强调行动者的能动性(agency),以此理解行动

者获取知识的能力以及克服生活困境的应对能力,这是一种文化建构[50] 。 布迪厄(Bourdieu)通过引

入场域、资本和惯习等概念,形成社会行动理论的基本线索。 其中,惯习解释了行动者如何使用他们

的资本,而场域则明确了资本作用力的具体范围[51]12。 总之,微观社会学更加强调通过“特有概念”
赋予行动者的社会内涵和行动方法,并且努力建立微观情境与宏观模式的“链条关系”。

   

如果将微观社会学的“行动者”理论纳入教育领域,不难发现它更加符合教育微观决策的理论需

求。 第一,具有“行动者”导向的特有概念有助于解释教育微观决策。 在教育日常中,作为教育行动

者的教育正是基于其“能动性”拥有获取知识的能力和采取行动的能力。 在教育社会学领域,教育常

常被等同为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而资本拥有量又直接反映在场域(家庭和学校)之中。 这些场域中

的行动者是有意识、有思想和精神属性的人,因此有什么样的教育环境就有什么样的个体惯习———决

策倾向系统[51]33。 第二,教育微观决策是由个人所形成的教育社会网络和社会关联。 正如著名社会

理论家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所说的,行动者-网络( actor-network)并非一种理论,而是一种

观察社会生活宏微关系的方法[52] 。 就此而言,教育微观决策研究就是要通过分析教育行动者的微观

情境,突出行动者的教育与社会网络关系,洞察教育意义的建构并上升到教育宏观政策层面。
   

(四)微观历史学:“民众史观”与教育日常结构互联
   

起源于 20 世纪 70 年代至 80 年代的微观史学,由意大利历史学家卡洛·金兹伯格 ( Carlo
 

Ginzburg)和乔万尼·列维(Giovanni
 

Levi)等人倡导,成为一种创新的研究路径。 这种方法的特点是

“聚焦细节,执行微观层面的深入分析,并且对文献进行彻底的探索” [53] ,通过详尽地描述个别个体或

小规模事件,揭示其深层的文化意涵和价值,从而反映出特定社会环境中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特征。
近年来,在中国历史学家如王笛等人的积极推动下,微观史学在中国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和应用。 微

观史学就是通过“为民众写史”的史学观和“深描”的手法,把重点从对社会的全面考察集中到对社会

生活和社会文化的考察,着重关注民众眼中的日常生活。
   

微观史学凸显“为民众写史”的历史观,它有 3 个特征:一是在选取研究主题时,微观史学专注于

历史上的特定个人或集体,深入挖掘他们的心理状态和行为所隐含的文化驱动因素。 正如劳伦斯·
斯通(Lawrence

 

Stone)所提出的,历史学者通过刻画个人生活、事件或充满戏剧性的故事,展现历史的

文化和社会景象[54] 。 二是在研究方法上,微观史学主要采用提名法和推测法。 通过对个体的精确识

别和定位,将研究焦点缩小至具体的个人[55] ,这种研究方法不是依赖可复制和量化的观察模式,而是侧

重于对看似孤立无援的细节进行综合解读[56] 。 三是在叙述方式上,微观历史学常采用生动的文学化叙

述,以小见大地进行分析。 这种叙述风格使复杂的历史问题更易被公众理解,增强读者对历史的兴趣。
   

在微观史学研究范式的启发下,教育微观决策就是要破除宏大叙事带来的弊端,使“人”得以回

归与复魅。 第一,教育微观决策的研究对象是要从精英人物的教育理念中走出来并关注教育场域中

的“普通人”。 无论是从纵向研究还是从横向研究,教育微观决策应该关注父母与子女、教师与学生

等这些“具体人”的态度、情感和价值观。 第二,教育微观决策在研究方法上适合采用定性研究方法。
教育微观决策研究因其对个体、情境和细节的深入关注,能够捕捉、分析复杂的教育现象中的细微差

别和个体体验,提供丰富的、情感化的资料。 第三,教育微观决策在关注视角上强调倾听微观主体的

声音。 要深入了解个体教育经历,发现那些在宏观研究中容易被忽略的具体问题,从而制定出更有效

的教育政策。
·311·

微观决策:中国教育政策研究的范式革新



四、混合式策略:教育微观决策研究的方法论体系
   

鉴于教育微观决策的多学科特质,有必要采用“混合式”方法论策略。 这些策略不仅有助于从不

同角度理解教育现象与问题,更能在具体实践中提供有力的支持和指导,通过恰当方法的运用,探索

隐藏在教育制度和政策背后的微观问题现象,深入了解个体和群体的真实经验和感受,有助于促进方

法论策略在教育微观决策研究中对教育现象和教育问题的分析与解释。
   

(一)采用批判主义的研究视角
   

批判理论研究是在马克思社会批判学说上发展起来的,不论是思想层面还是学科领域,批判都是

推动人类精神进步的核心动力,在知识积累和智力提升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反观教育领

域,批判理论研究以独特的方式把教育与政治权力、社会文化等结合起来,并对其关系进行剖析,为教

育微观决策研究方法提供理论基础和范式指导[57] 。
   

首先,教育微观决策中的批判主义方法有助于揭示隐藏的不平等现象。 通过对教育现象进行深

入分析,揭示出不同社会经济背景的学生在教育机会和结果上的差异,并关注这些差异背后的结构性

原因。 批判主义研究方法不仅提供教育不平等问题的实证依据,也为制定更加公平的教育政策提供

理论支持。 其次,教育微观决策中的自下而上的批判主义方法有助于推动教育政策和实践的正当性、
公平性。 批判主义研究方法的核心在于将弱势群体纳入公共政策范畴,重新审视和调整教育政策,这
有助于揭示和理解现行政策的不足,推动教育系统向更加公平和包容的方向发展。 最后,教育微观决

策中的批判主义方法强调人民性的价值取向。 教育微观决策的研究对象通常是那些在主流教育研究

中被忽视或被边缘化的群体,如贫困家庭学生、随迁子女、留守儿童以及家庭第一代大学生等。 通过

批判主义范式的研究,能够呈现这些弱势群体的真实声音,揭示他们在教育过程中所面临的独特挑战

和困境。
   

(二)利用微观数据的量化分析
   

随着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发展,实证研究方法逐渐成为教育研究的重要工具。 教育定量研究是

以实证主义为基础,依据数据资料检验理论假设,揭示教育现象中各种因素相关关系的研究范式。 作

为一种强调科学和客观性的研究范式,实证主义通过系统观察、测量和数据分析来研究教育现象,为
教育政策和实践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首先,微观数据能够捕捉到多样性和复杂性的教育表现。 教育微观决策所涉及的个体背景是多

样化的,需要对各种复杂的教育行为进行解释,这种基于数据的分析有助于揭示不同群体在教育决策

中的差异和共性。 其次,微观数据分析可以通过数据追踪个体在不同时期的变化,这对于理解教育政

策的长期效果和趋势具有重要意义。 近年来,大型微观数据在教育政策研究中得到广泛应用。 如中

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和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提供了丰富的微观数据,涵盖了家庭经济状

况、教育支出、子女教育表现等多方面的信息。 最后,微观数据分析有助于提高教育政策决策的精准

性。 教育政策的制定需要基于精确的数据,微观数据分析有助于提供更精确的证据支持,使政策更加

符合实际需要。
   

(三)倾听底层声音的质性研究
   

质性研究往往通过与研究对象进行互动来深入理解行为和意义构建过程,其宗旨是探究社会现

象、解读深层含义,展现全面和深层的社会文化架构[58] 。 在教育研究中,质性研究的应用强调对教育

现象进行深入、细致的探究,以揭示教育的内在意义和过程。 教育微观决策研究由于其微观特性,需
要对群体或个体进行深度挖掘和剖析,因而与质性研究方法有天然的适配性。

   

首先,深度访谈法在教育微观决策研究中的应用极为广泛且具有独特优势。 这一方法不仅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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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详尽的个体决策过程和内在动机,还能通过受访者的叙述揭示复杂的社会、经济和文化背景对决

策的影响。 开放的提问方式促使受访者详细描述其决策过程、考虑因素和情感体验,能够深入理解个

体决策过程,捕捉到教育决策背后的复杂社会和文化背景。 其次,以自我民族志为主的叙事研究主要

是以收集和分析个人或群体故事的形式,关注个体经验,突出个体对社会文化的反身性理解。 在教育

微观决策研究中,自我民族志关注自我及其与他者的关系,突出教育中以人为本的微观研究视角,关
注教育情感和体验,挖掘教育主体的个体价值。 此外,教育微观决策研究不是单纯地对教育现象进行

描述,还在此基础上探明个体或群体行为背后的教育语境和教育意义。 最后,以自传社会学、田野调

查、民族志等研究自我为方法,着眼于自我的多重性,反思自我与他者之间的互动关系,重塑立体性的

自我。 将自我置于研究的核心,重视个体的体验,并强调在文化社会现象下对个体进行理解,有助于

弥补文化研究中可能忽略个体的缺陷[59] 。 在教育微观决策研究中,这类方法提示教育研究要在关注

教育主体的个人价值的基础上,将视角放到整体的教育背景中,揭示个体行为背后的深层含义。

五、结　 　 语
   

教育微观决策研究并非要取代宏观政策研究,也并非站在一个极端去批判宏观政策研究,而是要

将微观视角———“具体人”纳入教育宏观政策视野之中。 这不同于以往对“人”进行抽象化和模糊化

的理解,而是将“人民”“民众”“群众”等唯物史观概念进行鲜活化和具象化处理。 换言之,政策研究

者、决策者应该走出传统的精英式研究思维和模式,深入群众之中,问计于民,问需于民,扎实落实

“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的目标,让民众有真正的教育获得感、认同感和幸福感。 这种微观视角正是

教育微观决策研究的价值基础。 然而,从学科范式标准来看,亟须构建教育微观决策研究的知识体

系,但无论是来自多学科视角的理论之维,还是面向混合式策略的方法之维,中国教育政策研究都应

该有理有据有法地支持和加强微观层面的研究。 同时,我们应该认识到微观决策必须置于宏观社会

之中才具有效力,否则教育微观决策会陷入“自以为是”的状态。 也就是说,教育微观决策需要在认

识社会的基础上理解教育问题,这是教育微观决策研究每一个核心议题的前提。 因此,教育微观决策

需要关注当下中国的教育问题,譬如将“家庭”纳入教育政策中,关注不同微观群体的早期经历和个

体经验,以更好地理解其面临的生存现状和教育环境。 当前,在推进中国式教育现代化的发展征程

中,要将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紧密联系起来,形成教育政策研究的宏微关联。 显然,如何建立这一关

联,以及如何开展教育微观决策研究将是我们后续研究的重点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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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For
 

a
 

long
 

time,
 

China’ s
 

education
 

policy
 

research
 

has
 

mainly
 

focused
 

on
 

the
 

macro
 

level
 

such
 

as
 

institutions
 

and
 

systems,
 

but
 

less
 

on
 

the
 

micro
 

level
 

such
 

as
 

grassroots
 

organizations
 

and
 

individual
 

development.
 

At
 

present,
 

China’ s
 

education
 

policy
 

research
 

is
 

starting
 

a
 

micro-turn
 

research
 

trend
 

from
 

“grand
 

preference”
 

to
 

“ anthropological
 

return”,
 

promoting
 

policy
 

research
 

to
 

realize
 

the
 

combination
 

of
 

macro
 

and
 

micro
 

of
 

top-level
 

design
 

and
 

grass-roots
 

care,
 

and
 

carrying
 

out
 

a
 

new
 

exploration
 

of
 

education
 

micro-decision-making
 

research.
 

With
 

the
 

concept
 

of
 

“providing
 

education
 

to
 

the
 

satisfaction
 

of
 

the
 

people”
 

taking
 

root
 

in
 

people’ s
 

hearts,
 

the
 

values
 

of
 

people-orientation,
 

high-quality
 

and
 

accuracy
 

have
 

become
 

the
 

ultimate
 

values
 

of
 

educational
 

micro-decision-making
 

research.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research
 

on
 

micro
-decision-making

 

in
 

education
 

according
 

to
 

the
 

standard
 

of
 

disciplinary
 

paradigm,
 

it
 

is
 

necessary
 

to
 

take
 

the
 

knowledge-based
 

position
 

as
 

the
 

starting
 

point:
 

firstly,
 

to
 

analyze
 

the
 

dimension
 

of
 

theory,
 

by
 

clarifying
 

the
 

logical
 

progression
 

of
 

many
 

disciplines,
 

such
 

as
 

economics,
 

sociology,
 

political
 

science
 

and
 

history,
 

it
 

can
 

be
 

found
 

that
 

these
 

disciplines
 

have
 

mature
 

theories
 

and
 

practical
 

applications
 

at
 

the
 

micro
 

level,
 

which
 

has
 

an
 

important
 

inspiring
 

and
 

promoting
 

role
 

in
 

the
 

research
 

on
 

micro-decision-making
 

in
 

education;
 

secondly,
 

it
 

is
 

to
 

seek
 

the
 

dimension
 

of
 

methodology,
 

and
 

the
 

educational
 

micro-decision-making
 

research
 

integrates
 

criticism,
 

quantitative
 

analysis
 

and
 

qualitative
 

research,
 

adopting
 

a
 

mixed
 

research
 

strategy
 

to
 

analyze
 

micro-
phenomena

 

and
 

problems.
 

The
 

root
 

of
 

micro-education
 

research
 

is
 

to
 

face
 

the
 

public
 

and
 

ask
 

for
 

the
 

people’
s

 

advice,
 

to
 

respond
 

to
 

the
 

major
 

concerns
 

of
 

the
 

national
 

education
 

macro-policy
 

at
 

the
 

grassroots
 

and
 

individual
 

levels,
 

and
 

to
 

promote
 

a
 

strong
 

nation
 

and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
Key

 

words: micro-decision- making;
 

educational
 

policy;
 

policy
 

research;
 

paradigm
 

innovation;
 

knowledge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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